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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 中国城镇化进程 的推进 ，越来越 多的农村户籍 人 口实 现 了身份 

转换 ，成为制度认可 的新市 民。本文利 用 中国综合 社会调 查 (CGSS)数据发 

现 ，即使 户 口状况相 同，“新市 民”与“老 市 民”之间依然存在 一定 的收入差距。 

分位数回归及其分解的结果显示，“农转非”人群在劳动力市场上仍受到制度 

性或非制度性歧视 ，且歧视程度 随着分位数 的变化呈现 例 U型趋势 。同时， 

“农转非”人群 内部 也存在较 大的差异 ，歧视 降低 了 自致 型“农转 非”人群相较 

于城市原居民的禀赋优 势，而外致 型“农转 非”人群则 面临人力资本劣势 与就 

业市场歧视的双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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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of “Agricultural” to “Non-Agricultural” 

hukou，Retur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Earnings Gap 

between New Citizens and Original Residents 

WANG Pe魄g 

Abstract：The segreg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hukou)is alway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of Chinese 

income inequa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ccelerate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millions of peasants have transformed their hukou status 

and become new citizens in the sens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It is still 

a question whether these people share the equal opportunity in competitio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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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natives，although they have enjoyed same privileges attached to the non— 

agricultural hukou．Meanwhile，the heterogeneity in Dew urban residents who 

come from agricultural sector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we found that 

there exists earnings gap between new citizens and original residents who born 

with urban hukou，while the gap cannot be explained by the difference of human 

capitals． The result of quantile regression decomposition shows that new 

citizens may still suffer the discrimination in labor market．The discrimination 

may derive from both institutional and non—institutional factors，presenting an 

inverted U shaped curve with the change of unconditional income quantiles． 

Meanwhile，there is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in the group of hukou— 

transformed—people．The discrimination offsets the human capital advantage of 

endogenous new citizens compared with old ones，while the exogenous new 

citizens face the disadvantage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discrimination of labor 

market at the same time．We still don’t know whether the discrimination exist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kou，or after this process，but this dimension of 

income stratification can be considered the subsequent effec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Keywords：household registration，human capital，earnings inequality，quantile 

regression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 

高，2011年城镇常住人 口首次超过农村，占总人 口的 51．27％， 

2015年 更是达到 了 56．10％。1城镇化进程 的加快意 味着有 更多农 

村 人 口流 向城市 ，其 中一部分 人获得 了城 市户籍 并在 城市 定居 ，即 

所谓“农转非”人员，更多的人则保 留了农村户籍 ，以流动人 口的身 

份在城市工作生活。这两个群体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严格 

的户籍制度 ，并由此导致了中国独特的“半城镇化”现象(李爱民， 

1．引自国家统计局 网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访问于 2017 

年 7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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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长期以来 ，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 

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大量研究指 出，农村户籍 

不仅意味着较低 的社会保 障水平和更少的福利待遇，在城市就业 

市场上农村户籍人 口也会遭到歧视，其结果是加剧社会不平等状 

况 ，阻 碍 城 市 化 的 进 程 (Meng and Zhang，2001；Wu and Treiman， 

2004；李强，2004；姚先 国、赖普清，2004；陈映芳 2005；谢嗣胜、姚 

先 国，2006；邓 曲恒 ，2007；吴 晓 刚 ，2007；陆益 龙 ，2008；章 元 、王 

吴 ，2011)。然而这部分研究 没有 涉及已通过“农转非 ”实现 身份转 

换 的人群 。虽然 国内讨论 城 市居 民 收入不 平 等 问题 的文献 浩繁 ， 

但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区域、所有制等结构性 因素或劳动者人力资 

本等个体维度 (如张维迎，2012；张车伟 ，2006；张东辉 、司志宾， 

2007)，“农转非”群体在城市收人不平等中的位置同样在一定程度 

上被忽视 。随着 户籍 制 度改 革和 城镇 化进 程 的加快 ，在未 来相 当 

长的时间，“农转非”群体的规模将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 

流入城镇 ，并 日渐成为市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转非”是突 

破户籍分割 的标志 ，但 也 可能 意味 着 户籍 制度 分割 在城 市 中的延 

续。同样，户籍转换不仅是个体命运轨迹的改变，也可能重塑城市 

收入分层的格局。因此，将“农转非”因素带入城市收入分层的研 

究中，关注这一群体在城市收入分层中的角色也就有了深刻的现 

实意义和理论 内涵 。对 于 获得 城镇 户 口的“新市 民”而 言 ，他们 已 

经摆脱了农民身份的束缚，享受到与城市户籍相关联 的一系列资 

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方面的优势。那么，这批冲破户籍制度障碍 的 

人能否获得与其 自身人力资本相匹配的工资收入?与城市出身的 

居民相比，其在经济收入上是否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如果存 

在收入不平等的情况 ，那么这种不平等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 

是本文试图探究的内容。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城乡劳动者之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是研究者的共识，而对于 

这一差异的解释多集中于两个方面，即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市场 

分割理论。学者基于不同的数据和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人 

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掌握的的知识、技能及其身体状况等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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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素是影响其收入的主要因素。例如姚先国、赖普清(2004)对城 

乡户籍工人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解释了两类工人劳资 

关系差异的 70％～80％。邢春 冰 (2008)利用全 国人 El普查 数据计 

算得出，农民工与城镇职工收入差异的 90％左右与劳动者的特征差 

异有关。人力资本理论同样强调受教育程度和水平对收入差距的作 

用。任强等(2008)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同户 口类型人群 的教育 回报差 

异才是工资歧视存在 的根 本原 因，而户 口类 型对劳动者 工资并不存 

在独立 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则强调，户籍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就业壁垒 

和行业分隔阻碍了统一的劳动力竞争市场 的形成 ，进而加剧 了城乡劳 

动者的收入差距。谢嗣胜、姚先国(2006)的研究指出，农民工和城市工 

人工资差异的44．8％可由个人特征不同解释，工资差异的 55．2％可归 

结于歧视性 因素。邓曲恒(2007)以及原新 、韩靓 (2009)等人 的研究也 

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谢桂华(2007)根据 6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数据研 

究发现，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之间的收入差异主要来源于附着 于户籍身 

份的福利性收入。田丰(2010)的研究也指出，在同等人力资本条件下， 

进入不同单位类型的概率差异才是影响城市工人与农民工收入差异的 

主要原因。 

与户籍制度下城乡劳动力的区分不同，完成了“农转非”过程的 

“新市民”不仅将居住和工作的地点移到了城市，同时也获得了身份 

上的制度性认可 ，与城市劳 动力在户籍 上的差异 不复存在 。且 由于 

严格的政策限制 ，只有符合某些条件的农村居民才有获取城镇户 口 

的机会。此前的研究已经指出，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拥有党员身份 

在获得城市户口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Wu and Treiman，2004)，此 

外，永久移民大部分是农村中更有能力、收入更高的群体，在农村收 

入分布上半部分 的人群 占据更多的份额 (吴晓刚，2007；邢春冰， 

2010)，因此具有很强的正 向选 择效应 。与城 市原居 民相 比，这批人 

似乎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学者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农转非”群体 

在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获得上都存在一定优势，这种“农转非”的优 

势随着获得城镇户口的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别，幼年到青壮年期实现 

身份转换的优势更加显著(谢桂华，2014)。国际上一些关于移民问 

题的研究也支持 了这一观点。学者发现美国的墨西哥裔 移民具 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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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选择性，年轻、未婚 、中等受教育程度的人更可能移民(Chiquiar 

and Hanson，2005)；一些学者也指出相对于非移 民子女 ，移 民子女在 

学业成绩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原因在于其父母具有自选择性，更加重 

视子女的教育并激励其子女取得学业上的成功(Duran and Weffer， 

1992；Caplan，et a1．，1992)。 

然而，也有学者的观点与之相反，认为“农转非”的选择性并不意味 

着其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收入上的优势。国外学者的研究指出，由于 

出身和成长环境中教育质量的差异，即使拥有相同的受教育年限，新移 

民的收入水平也会处 于劣势地位(Lansing and Morgan，1967)。国内 

学者有同样的发现，具有农村背景的人即使获得了城镇户口，仍然与在 

城市中长大的人有较大的收入差距，原因在于劳动力 市场上可能存在 

对出身农村的就业者的非制度性歧视(李云森，2014)。林易(2010)的 

研究指出，“凤凰男”虽然能够获得不错的工作，但他们在从中级晋升到 

高级的过程中处于劣势，在行政单位和体制外都难以获得较高职位。 

李骏 (2016)关于北京高校毕业生的研究也指 出，城镇 出身 的毕业生在 

工作收入和就业质量等方面具有优势，且这种优势随时间发展存在“扩 

大效应”。 

事实上 ，随着近年来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户籍转换的限 

制 ，“农转非”的渠道 日益多元 ，其正向选择效应也受到影 响。升 

学、转干、招工、亲属随转、户 口改革等都可以成为获取城镇户 口的 

方式 ，“农转非”群体内部的异质性或许不小于“新市民”与“老市 

民”之 间 的差异 。显 然 ，忽 视 这 一异 质 性 将会 使 判 断结 果 产 生偏 

差。部分现有研究也关注到这个问题 ，如郑冰岛、吴晓刚(2013)将 

“农转非”分为了“选择性”和“政策性”这两种在人力资本和政治资 

本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类型，并发现部 门分割对二者的收入有 

不同影响。魏万青(2012)以及郑冰岛、吴晓刚(2013)采取倾向值 

匹配的方法发现“农转非”群体 内部同样存在收入上的差异，户籍 

改变对不同倾向值群体带来 的影响也不相同。但是这两项研究都 

着眼于“农转非”这一事件对实现户籍转换者收人的影响，即户籍 

转换对不同类型的“农转非”群体收入 回报作用效果的差异，而没 

有对“农转非”群体与城市原居民之间的收入分层状况以及导致二 

者收入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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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文可以看到，学者在“农转非”群体是否具有优势的问题 

上存在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基于已有研究，我们可以做出 

的基本假定是二者的经济收入存在一定 的差距 ，而现有研究对这一 

差距成因的解释仍然存在缺失，是劳动者 自身禀赋差异还是结构性 

因素。是人力资本的不同还是存在某种非制度性歧视，仍然需要进一 

步探究。当然，分析过程中“农转非”群体 内部的异质性同样不可 

忽视 。 

因此，本文的研究 目的在于探究“农转非”群体与城市原居民之 

问的收入差距以及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同时，“农转非”群体内部 

的异质 性也 会被 纳 入分 析 。本文 借 鉴 已有研 究 (郑 冰 岛、吴 晓刚 ， 

2013)，将通过个人因素获取城镇户 口的方式称为自致型“农转非”， 

而主要通过外部因素如政策推动或亲属随转等途径获得城镇户口的 

方式则被称为外致型“农转非”。显然，自致型“农转非”群体相较于 

外致型“农转非”群体具有更强 的正向选择性 ，因此其人力资本也 

更强。 

如前文所述，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解释城乡劳 

动者收入差距的主要视角。本文将这两个视角引入对“新市民”与“老 

市民”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之中。 

(一)人力资本假设 

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将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劳 

动者人力资本的差异(Becker，1993)。按照这一解释，由于具有高度 

选择性的自致型“农转非”群体与“老市民”在人力资本上差异较小， 

因此二者的收入差距也应当很小或不存在，而外致型“农转非”群体 

由于人力资本不足在收入上可能处于劣势地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 

两个研究假设 ： 

假设 1a：在控制人力资本变量后，“老市民”与“农转非”群体的收 

入差距将不显著 ； 

假设 1b：“新市民”与“老市民”具有相同的人力资本回报。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假设 

人力资本理论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受到一些社会学家和 

经济学家 的批评 ，批 评 者 以 劳动 力 市场 分 割 理论 (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为主要阵地。以皮奥罗(Piore，1969)为代表的二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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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理论(dual labor market theory)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典型代 

表 ，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均质的，可划分 为首要 劳动力市场 

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二者在收入报酬、工作稳定性和工作环境等方面 

存在较大差异，且两者间的劳动力流动存在制度性阻碍。不仅如此， 

人力资本回报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也有很大不同，首要劳动力市场 

的人力资本回报较高，甚至高于市场出清水平，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中 

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较小。主要原因在于首要市场形成了一个内 

部劳动力市场 ，其工资结 构较少受外 部市场供 给和需 求情况 的影 响 

(Doeringer and Piore，1970；Osterman，1975)。 

国内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分析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众多，其中 

以户籍为分割维度的研究同样不在少数(如谢嗣胜、姚先国，2006；邓曲 

恒，2007；谢桂华，2007；田丰，2010；李骏、顾燕峰，2011)，这些研究都在 

一 定程度上证实了户籍分割对城乡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影响。而户籍对 

“农转非”人群的收入同样可能带来不利影 响，这种影响可 以通过两种 

形式发挥作用。一是在进入劳动力市场阶段，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具有 

农村背景的劳动者进入某些行业和部门的机会更小，或为了取得户口 

不得不降低薪资要求。这不仅会影响到农村户籍的劳动者，也会影响 

到通过升学和工作等方式获得城镇户 口的自致型“农转非”人群；而外 

致型“农转非”群体受此影响较小。宋月萍、宋正亮(2016)通过对北京 

高校毕业生的研究指出，为获得当地户口，毕业生就业需要支付“户口 

成本”，使其人力资本回报降低。另一方面，即便在获得户口之后，具有 

农村背景的“新市民”也可能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受到某种非制度性歧 

视，这种歧视或来自社会对“凤凰男”的刻板印象，或源于雇主对具有农 

村背景人群能力的质疑，从而形成特殊的“职业天花板”。其结果是，相 

较于“老市民”，“农转非”群体获得的职业收入更低(李云森，2014)或在 

职位升迁过程中面临阻碍(林易，2010)。上述两种作用方式都可被视 

为由户籍制度导致的劳动力 市场 的歧视行为 。因此 ，本文提 出以下竞 

争性假设 ： 

假设 2a：在控制人力资本变量后，“老市民”的收入依然高于“农转 

非”群体 ； 

假设 2b：“老市民”的人力资本 回报率高于“农转非”群体的人力资 

本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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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设 2a和假设 2b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分析收入差异的构成。 

根据已有研究 ，自致型“农转非”群体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在人力资本方 

面其与城市原居民相差不大，甚至可能更高，因此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 

差距更可能是 由歧视因素造成。而外致型“农转非”人群相较于“老市 

民”在人力资本与市场歧视方面可能均处于劣势地位。由此本文提出 

以下解释性假设 ： 

假设 3：“老市民”与 自致型“农转非”群体的收入差距主要 由歧视 

造成，而“老市民”与外致型“农转非”群体的收入差距受人力资本差异 

和歧视 的共同影响 。 

以上假设中，假设 1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假设 2和假设 3基于劳动 

力市场分割理论。若假设 1成立，则研究结果支持人力资本理论；若假 

设 2和假设 3成立，则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更具解释力。就具体方法 

而言 ，对于假设 1a和假设 2a，本文将 采用分位数 回归的方法，在控制 

人力资本及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考察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对于假设 1b 

和假设 2b，本文将采用分组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 不同群体 的人力资 

本回报差异 。除此之外 ，本文还将采用梅里 (Meily，2006)提 出的分位 

数分解方法考察不同群体收入差距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在不同分位 

点的分布情况，以此检验假设 3。 

三、研究方法、数据与变量 

(一)模 型和方法 

以往关于户籍制度与收入差异的研究大多采用 Blinder—Oaxaca分 

解模型，在 OLS回归的基础上对两个不同群体收入的条件均值进行分 

解 。Blinder-Oaxaca分解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 

R 一 {￡(XA) 一 E(XB) } + E(X ) ( 一 ) 

需要指出的是，该模型并不能对两个群体内部不同层次的差异 

性进行衡量，而现实社会中群体差异可能会随着分布条件的变化而 

有所不同。为了更好地分析“农转非”群体(以下简称“新市民”)与城 

市原居民(以下简称“老市民”)的收入差异在不同层次人群间的分布 

情况 ，本文将 在 OLS回归 的基础 上采 用分 位数 回归 及其 分解 的方 

法 。分位数 回归的方 法 由来 已久 ，最 早是在 线性 回归 的基 础上拓展 

而来 (Koenker and Bassett，1978)。分 位数 回归通 过 考 察 因变 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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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之间不同分位点的分布情况，得到不同的分位数函数，由此形 

成一个条件分布的轨迹。第 0分位点的函数形式可表示为： 

F ( {z )一 x,fl(O)， V日∈ (O，1) 

对于给定的OE(0，1)，定义检验函数 po( )为： 

po(u)= 
m  茎： 

分位数回归的模型可以设定为： 

Q口( I z)= z ( )+ 'U0 

相应 的 口( )可以通过最小化下式中的 卢得到(Koenker and 

Bassett，1978)。 

n1 po(y 一 z ) 

分位数回归虽然能够得到 自变量和因变量在不同分位点的分 

布情况 ，但是在解释“新市民”与“老市民”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方 

面依然存在不足。因此，本文采用梅里(Melly，2006)提出的方法 

对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进行进一步分解 。该方法是通过构建一个反 

事实的分布函数 ，将两个群体在各个分位点的收入差异进行分解， 

形式 如下 ： 

△一 qo(Pl，3C1)一qo( ，z2) 

一 [q( ，X1)一q( ，X1)]+[q( ，．7C1)一q( ，z2)] 

其中，q ( ，．7C )和q ( ，Xz)分别表示“老市民”与“新市民”在 0分 

位点的非条件工资分布，q( ，z )是一种反事实的情况，它表示“老市 

民”在被赋予“新市民”的工资支付结构时的收入分布。因此，等式最右 

边被分成两部分，前者表示回报率不同导致的收入差异，可称之为“系 

数差异”，一般被视为由歧视因素造成的收入差异；后者表示由个体特 

征引起的收入差异 ，可称之为“特征差异”。 

(二)数据 与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 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数据调查 

范围覆盖全国各个地区，且涉及被访者户籍转换等诸多信息。由于 

单一年份的调查中符合条件的“农转非”样本偏少，因此本研究将 

2012与 2013年的数据合并作为同一截面数据使用。本文的研究对 

象包括调查时年龄为 18至 60岁、拥有城镇户籍且在业的居民。为 

· 225 · 



避免极端数据 的影响 ，研究 者删 除了年工作 收入 100万元 以上的样 

本 。两期数据合并后满足条件的样本共 4 481个 ，其 中“老市民”(出 

生时为城镇户口)样本 2 864个，“新市民”(出生时为农村户 口)样本 

1 617个 。调查也询问了被访者 获得城镇户 口的途径 ，包括升学 、参 

军、工作／招工、转干、征地、家属随转和购房等。显然，如果不对这些 

途径加以区分，忽视新市民的内部差异会给研究结论带来不利影响。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郑冰岛、吴晓刚，2013)，将通过升学、参军、工作／ 

招工 、转 干和购房等途径获得城镇户 口的方式称为 自致 型“农转非”， 

而将通过征地、户口改革和家属随转等途径获得城镇户口的方式称 

为外致型“农转非”。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被访者前一年工作收入的对数，用 lninc表 

示。个人工资决定方程 中运用较广泛的是 Mincer方程 ，本文在其基础 

上选取人力资本相关变量以及其他人 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来构建收 

入模型。 

(1)人力资本变量 

经典的工资生成模型认为人力资本是影响收入的最主要因素， 

而人力资本中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最为重要。本文将这两者纳入 

工作收入模型中，其中受教育年限是将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换算成 

相应的年限，作为连续变量使用 ；工作年限指的是被访者第一次从事 

非农工作距今的时间。同时，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工作经验对收入的 

影响曲线呈倒 u型(Mincer，1974)，因此方程中纳入了工作年限的平 

方项。此外 ，部分学者也指出，党员身份作为个人政治资本的体现在 

中国具有独特 意义 ，同 时也 是 影 响“农 转 非”的重 要 因素 (Xie and 

Hannum，1996；Wu and Treiman，2004)，因此本文将党员身份这一变 

量纳入模 型。 

(2)其他变量 

除人力资本变量外 ，本文还纳入 了其他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 。除 

了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的区分，一些学者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城市劳动 

力的户籍分层不仅存在于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同时也存在于本 

地居民和外地居民之间，呈现一种多重分割 的格局(原新 、韩靓 ，2009； 

李骏 、顾燕峰 ，2011)，因此本文在方程 中纳入外地户 口变量。此外 ，所 

有制分割一直是城市收入不平等研究的重要维度 (Bian，1994；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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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因此本文将劳动者就业的单位类型纳入方程中，并根据被访者 

工作单位的性质将其分为“体制内部门”和“体制外部门”两类。同时， 

考虑到劳动者工作时长的不同，被访者周工作时间也作为变量被纳入 

模型。其他个体特征变量包括被访者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同 

时，考虑到不同性别群体的教育回报率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将性别与 

受教育程度的交互项纳入模型。 

本研究工作收入方程的基本形式如下： 

lninc= 卢l(edu)+ (exp)+ (exp。)+ (male) 

+佛(Kzhinei)+ > 5( )+ 

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由表 1可以看出，在收入方面，“新市民”的年工作收入均值 比 

“老市民”低 12％左右，然而分开来看，自致型“农转非”群体的平均 

收入只比“老市民”略低，而外致型“农转非”群体的平均收入与前两 

者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也体现在平均受教育年限、工作 

年限和在体制内工作的比例等方面，可见，外致型“农转非”群体不论 

在收入方面还是在人力资本方面都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这也体现 

了“农转非”群体内部的异质性以及将其加以区分的必要性。这一描 

述性统计结果似乎表明“新市民”与“老市民”的收入不平等仅体现在 

“新市民”与外致型“农转非”群体之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自致 

型“农转非”群体与“老市民”在收入均值方面不相上下，但是其平均 

受教育年限要高于“老市民”，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存在一定程度 

的失衡，因此需要谨慎看待。此外，自致型“农转非”群体进入体制内 

工作的比例远远高于另外两个群体 ，这一点与我们的一般认知亦吻 

合，即体制内部门一般有更多的“农转非”机会，因此聚集了更多的 

“新市民”。同时，自致型“农转非”群体中男性比例达到 66．3％，党 

员比例和有配偶者的比例也明显高于其他两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 

拉高了整个“农转非”群体在这些指标上的均值水平。由表 1可知， 

“农转非”群体在整体上并不具有优势地位，反而可能存在一定的劣 

势，其内部也根据户口转换途径的不同存在两个具有相当大差异的 

子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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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结果 

“农转非”、人力资本回报与收入不平等 

(一)分位数 回归模 型 

1．“新市民”与“老市民”的收入差距 

为了对不同分布位置的市 民收入决定 因素和差异情况进行刻 

画，本文首先对总体样本进行了简单 OLS回归，随后对同样的变量 

进行了分位数回归。本文以 0．05为步长，计算了 0．05—0．95区间 

的各分位数 系数 。为 了方便 呈现 ，表 2选取 了 0．1、0．25、0．5、0．75 

和 0．9这 5个具有代表性 的分位点。图 1则更加全 面地呈现 了几个 

重要变量的 OLS回归结果以及分位数回归中系数随分位数的不同 

而变化的情况。 

表 2：全样本收入 方程分位 数回归(N-----4 481) 

注 ：显著性水平 p<0．1，* p<0．05，-X"-X""X"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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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显著，这也表明收入差距在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值得注 

意的是，在“新市民”内部，原本工作收入均值存在较大差异的自致型 

“农转非”与外致型“农转非”这两个群体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 ，各分位 

点上的工作收入却相差不大，F检验的结果也显示二者的收入差异不 

显著。这提醒我们，“新市民”与“老市民”的收入不平等并非主要由人 

力资本因素造成 ，而是另有原因。 

其次，外地居 民在各分位点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一点与已有研究相 

一 致 ，即外地城市户籍居 民的收入高于本地居民(原新 、韩靓 ，2009)。 

这可能是因为能力更强、工作职位更高的外地市民更有可能去其他城 

市工作。性别变量在大多数分位点显著，表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男女 

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工作年限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在各分位点均显 

著，且二次项系数为负 ，表明收入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先增长后下 

降。此外，教育回报率有随分位数提高而增加的趋势，这也与许多学者 

的研究结论相一致(高梦滔、姚洋，2006；张车伟，2006)，即高分位的教 

育回报率高于低分位，由此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而在体制内就业的 

变量系数随分位数增加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且系数由正转负，表明进入 

体制内工作可以提高较低分位处人群的收入，但对高分位处人群的工 

作收入存在负面效应。 

2．人力资本回报差异 

上述分位数回归模型建立在不同群体具有相同的人力资本系数及 

其他变量系数的基础上，因而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为了更好地考察 

不同群体人力资本回报的差异，我们分别对“新市民”、自致型“农转非” 

以及外致型“农转非”人群进行了分组分位数回归。同时，由于党员身 

份的作用不显著，分析的关注点将主要放在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这 

两个反映人力资本状况的变量上。 

(1)不同群体教育回报差异。表 3和图 2给出了不同分位点上各 

群体的教育回报率情况。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三个群体在教育回报率 

上存在很大差异，各个分位点上“老市民”的教育回报率均高于“农转 

非”群体，而外致型“农转非”群体的教育回报率在多个分位点都较低或 

不显著。图 2更加清晰地展现了教育变量的系数随分位点的变化情 

况，“老市民”的教育回报率围绕 0．15上下波动，变化更平稳，且各个分 

位点的系数值都明显高于另外两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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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教育回报率 的分组分位数 回归结果 

注 ：显著性水平 *p<0．05，**p<O．01，***p<0．001。 

一  “老市民” ⋯ 自致型 “农转非” 

⋯ ⋯ ⋯

外致型 “农转非” 

图 2：教育回报率的分组分位数 回归结果 

(2)不同群体工作年限回报差异。由于方程中加入了工作年限的 

平方项，因此无法直接对工作年限回报率的大小进行比较。退而求其 

次，在比较各群体工作年限回报率时，本研究只加入一次项而去掉了二 

次项，结果如表 4和图3所示。表 4中“老市民”在各分位点上的工作 

年限回报率与“农转非”群体相 比优势并不 明显。在具体系数值方面 ， 

则呈现相互交叉的情况，外致型“农转非”群体在较低分位点处更高，而 

较高分位点处则是“老市民”更高，无法判断哪个群体的工作年限回报 

率具有显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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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工作年 限回报率的分 组分位数回归结果 

注：显著性水平 *p<0．05，**p<0．O1，***p<0．001。 

一 “老市民” ⋯ 自致型 “农转非” 

⋯ ⋯ ⋯ 外致型 “农转非” 

图 3：工作年 限回报 翠的分组分位 数回归结果 

综合教育回报率和工作年限回报率可以看出，“老市民”的人力资 

本回报在整体上要高于“新市民”，数据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设 2b，而拒 

绝了假设 1b，进一步支持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观点。与此同时，不同 

群体教育 回报的巨大差异也值得深入探究。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 

组成部分，一直被众多学者视为影响现代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此前 

的研究中学者已经发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城乡劳动者的教育回报 

率存在一定差异，农村劳动者的教育回报普遍低于城市劳动者(任强 

等，2008；叶光，2015；王文静等，2015)。部分学者将其归结为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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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报较高，而城市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更高(任强等，2008)。然而如 

前文描述统计所示，自致型“农转非”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数值高于 

“老市民”，但其在各个分位点的教育回报率却更低，因此不同受教育程 

度的回报率差别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我们更有理由推测，“农转非” 

群体虽然已经获得了城镇户口，消除了户籍壁垒，但是由于其农村背景 

身份，在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或进入之后，依然受到一定程度 

的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歧视。下文将进一步通过分位数分解来验证这一 

推测 。 

(二)新老市民工资差异的分位数分解 

在上文对不同群体的工作收入进行分位数回归的基础上，研究将 

采用梅里(Melly，2006)提出的方法对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进行进一步分 

解。由于“新市民”群体内部具有较大的异质性，本文不仅对“新市民” 

与“老市民”的收入差异进行了分解，同时又将自致型“农转非”群体和 

外致型“农转非”群体分别与“老市民”的收入对数差异进行分解，以更 

好地比较“新市民”群体内部受劳动力市场歧视状况的差别。最后，本 

文还将两个不同的“农转非”群体进行差异分解，作为稳健性检验。分 

解结果如图 4至图 7所示 。 

1．“新市民”与“老市民”收入差异分解 

图4呈现了“新市民”与“老市民”整体的工作收入差异分解情况。 

可以看出，随着分位数的上升，两个群体收入对数的总差异稳中有降， 

—一 总差异 一 一特征差异 ⋯ -系数差异 

图 4：“新市 民”与“老市 民”收入差异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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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低分位处的20％降到高分位处的 10％左右。而系数差异则呈现先 

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就业歧视并非发生在收入分位最低的群体 

中，而主要发生在中高分位的“农转非”群体中。两个群体的特征差异 

随分位数增加而下降，这也与常识相吻合，即随着收入分位的提升，“新 

市民”与“老市民”群体 的个人禀赋差异逐渐减小。 

2．“老市民”与自致型“农转非”群体收入差异分解 

“老市 民”与 自致 型“农转 非”群体 收入 差异 的分解结果 具有鲜 

明的特点(见图 5)。一方面，两个群体的特征差异随分位数提高而 

不断上升，其数值也在较高分位点处由负转正。这表明在个人禀 

赋方面，自致型“农转非”群体相比于“老市民”一直存在明显优势， 

直到极高分位点处才被赶超。另一方面，总体差异和系数差异都 

呈倒 U型趋势 ，这意味着 ，即使 自致型“农转非”群体的个人禀赋在 

大多数分位点处 占优，然而市场歧视 的存在使其个人收入的优势 

减小 了 ，甚至在 中高分位 点处 的收入 还低 于“老 市 民”。此 外 ，图 5 

也说明在极低与极 高分位点处 ，可能存在着对收入分位最高处的 

那部分“新市民”的逆向歧视，这或许与对农村出身的优秀人才的 

照顾政策有关。不过考虑到分位数 回归中极低与极高分位点的系 

数估计可能 出现偏差 (孟凡 强 、邓保 国 ，2014)，是否存 在逆 向歧 视 

仍有待商榷 。 

— —一 总差异 一 ·特征差异 --一-系数差异 

图 5：“老市 民”与 自致型“农转 非”群体的收入差异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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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市 民”与外致型“农转非”群体收入差异分解 

如图6所示，“老市民”与外致型“农转非”群体收入的总体差异明 

显更大，虽然这一差异随分位数的提高在缓慢下降，但总的来看达到了 

40％左右 ，远远超过“老市民”与 自致型“农转非”群体 的差异。特征差 

异和系数差异的变化呈现完全相反的情形。前者随分位数提高不断下 

降，表明两个群体的个体禀赋差异在逐渐缩小；后者随分位数的提高而 

上升，表明外致型“农转非”群体所遭受的歧视也在加剧。两条趋势线 

相交于 0．5分位附近，这意味着在较低分位点，两群体的收入差异主要 

是外致型“农转非”群体人力资本等方面的个人禀赋较低所致，而在较 

高分位点则更多地要归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外致型“农转非”群体 的 

歧视 。 

0 

总差异 一 一 一 特征差异 ⋯ ⋯ ⋯ 系数差异 

图 6：“老市 民”与外致型“农转 非”群体 的收入差异分解 

4．自致型与外致型“农转非”群体收入差异分解 

图 7呈现了对两个不同“农转非”群体的收入差异进行分解的结 

果 。这一结果可以视为对分位数分解 的稳健性检验 。可 以看到 ，同为 

“新市民”，自致型与外致型“农转非”群体的收入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达 

到 40％左右 。不过在各个分位点上 ，形成这一差异 的主要原 因是两个 

群体中存在的个人禀赋差异。歧视性因素虽然存在，但始终处在相对 

较低的水平 。这也进一步证实 了劳动力市场 的歧视主要发生在“新市 

民”与“老市民”之间，而非“农转非”群体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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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差异 一 · 特征差异 11一··系数差异 

图 7：自致型“农转非”群体与外致型“农转非”群体的收入差异分解 

分位数分解的结果基本验证了假设 3，即“老市民”与自致型“农转 

非”群体的收入差距主要由歧视造成，而“老市民”与外致型“农转非”群 

体的收入差距受人力资本差异和歧视的共同影响。只是在更具体的层 

面上，“老市民”与外致型“农转非”群体的收入差距在较低分位点由人 

力资本差异导致，而在较高分位点主要受歧视的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人口流动限制 

的放松使城乡和地区之间形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浪潮。大批农村劳动 

力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 ，其中一部分获得了城镇户口成为“新市 民”，城 

镇的扩张也使部分农民获得了城镇居民的身份。户籍制度与城镇化进 

程共同成为形塑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格局的重要力量。在可预见的将 

来 ，还将有数量庞大的农村人 口实现向市民身份的转变。这批“农转 

非”人群与城镇原居民在工作收入层面的差异，无疑会影响到城镇收入 

不平等的格局，而且也会对我国的社会分层状况产生深刻影响。 

同时 ，“新市 民”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异质性 。如学者(郑冰岛、吴 晓 

刚，2013)此前所指出的，这批人一部分是通过升学、工作等渠道实现身 

份转变的农村走出的佼佼者，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另一部分则是在城镇 

化政策的影响下，通过户口安置和家属随转等方式获得城镇户口，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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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与其个人禀赋和能力没有太大的关联。本文将前者称为自致型 

“农转非”群体，将后者称为外致型“农转非”群体。区分这二者对于考 

察“新市民”与“老市 民”的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结论 

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 

第一，本文通过对总体样本的分位数回归发现，在控制了人力资本 

变量以及其他人 口学变量的情况下 ，“新市民”相较于“老市 民”存在一 

定程度的收入劣势，因此所谓的“农转非”优势至少在工作收入层面上 

并不存在 。 

第二，对不同群体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各分位数上“新市民”的 

教育回报率普遍低于“老市 民”，即使是平均受教育年 限更高的 自致型 

“农转非”群体也是如此。这提醒我们，即使户籍壁垒能够被打破，出身 

农村的“新市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可能依然会受到制度性或非制度性歧 

视 。 

第三，分位数分解的结果支持了市场歧视的存在。收入差异的分 

位数分解表明，在大多数分位点上，因其高度的选择性，自致型“农转 

非”群体相较于“老市民”在人力资本等个人禀赋方面存在一定优势，但 

这种优势几乎完全被歧视所消解。歧视程度随收入分位数的变化呈倒 

U型趋势，这意味着农村背景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一种可能 

的解释是，低收入分位群体因其较低的职业准入门槛和技能要求，受户 

籍背景的影响较小；高收入分位的群体以其较高的个人禀赋获得了劳 

动力市场的认可，并且随着市场规范程度的提高，歧视因素的影响逐渐 

降低；因此中等收入分位群体成为被市场歧视的主体。另一方面，与 

“老市民”相比，外致型“农转非”群体既在人力资本等个人禀赋方面存 

在劣势，也面临着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因而与“老市民”存在较大的收入 

差距。此外，对“新市民”内部两个群体的收入分解也证实了歧视主要 

发生在“新市 民”与“老市民”之间。 

综上，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通过不 

同渠道实现“农转非”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进而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 

融人城市劳动力市场，缩小其收入差距。尤其就外致型“农转非”群体 

而言，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 

育水平，改善其人力资本状况；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居民的职业培 

训，提高其适应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能力，以改变他们在就业和收入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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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劣势地位 。同时也要破除不合理的就业壁垒 ，改变“农转非”群体 

人力资本与工作收入不匹配的局面。因此，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减少因 

户籍限制导致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不平等或许才是根本之策。 

本文的研究可以视作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研究在户籍城镇化进 

程中的延续。研究结论基本支持了城镇居民内部分割性劳动力市场的 

存在，这里的分割维度并非户籍本身，而是一种“前户籍”，即在实现了 

户籍转换的情况下，具有农村背景的“新市民”依然受到城市劳动力市 

场的歧视。这一歧视显然并非如农民工群体那样部分源于户籍制度直 

接带来的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差别，但仍然可能是户籍制度影响的延续。 

因为对 自致型“农转非”群体而言 ，在通过升学 、就业等方式实现户籍转 

换的过程 中，他们可能为了获得城市户口而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放弃 

了一些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就外致型“农转非”群体而言，其人力资 

本方面的巨大劣势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不均衡的现实也有很大关 

联 。这是长期 以来户籍分隔的结果。 

当然，本文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上文所说 ，因数据和方法 

的局限，本文的研究未能判断“新 市民”是由于为了实现“农转非”而只 

能选择收入较低的工作，还是在实现“农转非”之后，依然因为出身农村 

而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歧视 ，即无法进一步区分制度性和非制度性歧视。 

另一方面，分位数分解中变量的遗漏也会对结果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只 

能在理论预设和实证检验的过程中尽量将研究者认为合适和重要的变 

量加入其中，以减少遗漏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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